
一、前言
「刑訊」或稱為「拷訊」、「拷鞫」，是司法人員在審判過程中，以強暴或精神折磨等手段取得口供自白的制度。在古代中國及歐洲的刑事訴訟中，審判官以刑求取供是法律明文規定，是被容許的合法暴行。長久以來，東西方司法審判都非常重視被告的口供自白，蓋行為人對於是否犯法最為了解，對所犯事實經過亦最為清楚，因此被告自白為定罪的最重要依據，刑訊遂成為東西方訴訟取證的重要手法。17、18世紀，歐洲各國陸續禁止刑訊，但中國一直遲到20世紀初年，清朝變法修律時才正式廢除。刑訊確是中國法制史上的重要制度。
刑訊雖為中國審判制度中的重要手段，但至今以刑訊為題的專門研究並不多見，晚清的沈家本氏應當是較早關注此一問題的學者。沈氏《刑法分考》「考囚」條，收集了經史文獻中所見有關刑訊的律文和概況；
稍晚的楊鴻烈氏在其《中國法律思想史》一書中，則整理了歷代對刑訊的議論，
二氏為刑訊的研究提供了相當的便利。仁井田陞氏的＜中國戲曲小說插畫刑法史料＞和周冶平氏的＜刑訊考略＞，
可說是研究刑訊最早期的論文。仁井田氏論文主要是從戲曲小說資料中，歸納明清時期衙門刑訊和行刑的各種手段。周冶平氏一文除說明古代刑訊的工具和限制外，並從刑事訴訟立法方針的改變，說明刑訊的存廢。80年代以來又有栗勁氏＜刑訊考＞和鞏富文氏＜中國古代刑訊考略＞等文章。
栗勁氏的文章主要是分期論述刑訊的發展；鞏富文氏則從刑訊的條件、程序、對象等各方面，縷述刑訊制度建立的情況。
整體而言，前引學者已對刑訊制度作成初步的整理和探討。然而，刑訊制度在中國存續超過二千年之久，乃刑事訴訟法的重要一環，其長期存在的原因到底為何？這個饒富意味的問題至今仍未看到圓滿的答案。此外，刑訊在秦律中已有規定，但最完整加以規範的要數唐律，嗣後，歷代法典中有關刑訊的內容，主要都以唐律為藍本，因此，若以唐律相關條文為核心加以探討，將能清楚掌握中國刑訊制度的各層規範。這亦是研究刑訊的學者都不曾嘗試過的角度。
拙稿一方面以唐律的相關條文為中心，探討刑訊制度的各層規範，另方面，並將對刑訊制度在中國長期存在的原因，提出一二淺見，就教方家。刑訊制度既不始於唐，亦不終於唐，所以，在探討唐律的條文以外，將對刑訊的源流和演變作扼要介紹，俾能使讀者對此制度有一完整認識。
二、刑訊制度的源與流
刑訊一般認為是源自遠古的「神判」，在人類的智慧無法判明孰是孰非時，便只好借用神明來考驗當事人，證明其有罪與否。「神判」通常用水火來考驗，或把受驗者捆綁投入水中，淹死為有罪；或令受驗者把手伸入沸油中撈取物件，或手捧燒紅的器物，燒熨傷者為有罪。
「神判」除了是借神明的力量判定是非曲直外，同樣亦是借神明之手對有罪者加以立即和嚴厲懲罰。神判後來發展出刑訊，水火亦由笞杖所取代，可是二者的基本假設是不變的──經由當前皮肉的苦難，來測試當事人所言是否屬實，是否清白無辜。
根據《禮記‧月令》所載，仲春之月應當「命有司省囹圄、去桎梏、毋肆掠、止獄訟。」清人孫希旦釋云：「毋肆掠者，罪人未服，或當拷問，而不得肆意捶治也。」
可能刑訊已是上古聽獄訟的重要手段。
《秦律‧封診式》「訊獄條」，對刑訊的條件有所說明：
凡訊獄，必先盡聽其言而書之，各展其辭，雖智（知）其訑（詐），勿庸輒詰。其辭已盡書而毋解，乃以詰者詰之。詰之有（又）盡聽書其解辭，有（又）視其它毋解者以復詰之。詰之極而數訑（詐），更言不服，其律當治（笞）諒（掠）者，乃治（笞）諒（掠）。治（笞）諒（掠）之必書曰：爰書：以某數更言，毋解辭，治（笞）訊某。

意為審訊案件，必先聽完口供並加以記錄，對於疑點反覆詰問，被告辭窮但仍是多番欺瞞，甚至更改口供拒不服罪時才予笞掠。且律文明言「律當笞掠者，乃笞掠」，可知有不合笞掠者。秦律雖容許刑訊，但有條件限制。又據「治獄條」云：
治獄，能以書從跡其言，毋治（笞）諒（掠）而得人請（情）為上；治（笞）諒（掠）為下；有恐為敗。

意指審理案件，應憑口供來追查。不需拷掠而察得真情為上；拷掠方得真情為下；使犯人產生恐懼是失敗的，可見《秦律》對刑訊並不鼓勵。漢律中也規定「死罪及除名，罪證明白，考掠已至，而抵隱不服者，處當列上。」
又東漢末年，太尉楊彪下獄遭「考訊如法」，
可知漢律有刑訊之制，不過，由於史料殘缺，對其具體內容無從了解。
及至魏晉南北朝，刑事訴訟法有了新的發展，《魏律》便將《漢律》中的＜囚律＞析為＜繫訊律＞、＜斷獄律＞，《晉律》再增＜告劾律＞一篇，刑事訴訟條文，更為詳盡周密。在這種背景下，刑訊有了進一步的發展，舉凡刑訊的方法、刑具和用刑程度，都有了較清楚的規範。
北魏本「無囹圄考訊之法，諸犯罪者，皆臨時決遣」，
及至太武帝時，崔浩定律令，法度漸備。按《魏書‧刑罰志》所引北魏《獄官令》云：
諸察獄，先備五聽之理，盡求情之意，又驗諸證信，事多疑似，猶不首實者，然後加以拷掠。
刑訊要在各種證據都對被告不利，而被告仍拒不認罪的情況下，方可使用。太武帝時期，規定四十九歲以上不得拷訊，拷訊以五十下為度。獻文帝時更對刑具的尺寸，規定「其捶用荊，平其節，訊囚者其本大三分，杖背者二分，撻脛者一分，拷悉依令。皆從於輕簡也。」魏末鑑於官吏非法拷人，乃制定「從今斷獄，皆依令盡聽訊之理，量人強弱，加之拷掠，不聽非法拷人。」
訊囚時，要求注意被拷者的身體強弱。
北魏對於刑訊的規範，大多為後世承襲，史稱北齊「決獄猶依魏舊」。刑訊雖趨向制度化，但法外拷囚之情形還是相當普遍。北齊自文宣天保六（555）年之後，「有司折獄，又皆酷法。訊囚則用車輻搊杖，夾指壓踝，又立之燒犁耳上，或使以臂貫燒車釭。既不勝其苦，皆致誣伏。」北周亦是「有司訊考，皆以法外。」
完全無視律令的規範。
至於南朝刑訊的措施，有別於北朝者，主要為「測罰」制度的出現。
所謂「測罰」，又作「測囚」，當創於南朝的梁。據《隋書‧刑法志》所載梁的刑法，云：
凡繫獄者，不即答款，應加測罰，不得以人士為隔。若人士犯罰，違扞不款，宜測罰者，先參議牒啟，然後科行。斷食三日，聽家人進粥二升。女及老小，一百五十刻乃與粥，滿千刻而止。
又據《陳書‧儒林沈洙傳》云：
梁代舊律，測囚之法，日一上，起自晡鼓，盡於二更。
可知梁朝不管士族庶民，若犯罪不款，司法官將評議案情，陳報上級，然後執行測罰。被測罰者須斷食三天，女人和老小則斷食一天半，然後准許進粥二升。人犯每天自「晡鼓」（下午四時）至「二更」（約晚上十時），測罰約二十四刻，測滿千刻則放免。
測罰之制為陳所承，據《隋書‧刑法志》所載陳的刑法概況，云：
其有贓驗顯然而不款，則上測立。立測者，以土為垛，高一尺，上圓，劣容囚兩足立。鞭二十，笞三十訖，著兩械及杻，上垛。一上測七刻，日再上。三七日上測，七日一行鞭。凡經杖，合一百五十，得度不承者，免死。
對於測罰的場所有清楚說明，人犯是在小土堆上受測，並且鞭笞齊施，械杻同著。梁朝測囚是每天一次，陳朝鑑於「舊法測立時久，非人所堪」，
遂分為早晚測罰一次，各七刻，即一小時四十五分鐘。前後測罰二十一天，每七天鞭笞共五十下，滿一百五十下仍不認罪，免死。陳朝測立的時間顯然較梁朝為短，約為梁朝的一半，每天受測時間從梁朝的六小時減為三小時半，受測的總數亦從四十二天縮短為二十一天。縱是如此，測罰之苦，仍「非人所堪」，被告遭威脅上測，還是只好「投列承引」了。

楊隋承自西魏北周，其刑法體系亦源自北朝系統，對於梁陳之「測罰」制度，並無繼承。北齊、北周法外考訊的情形嚴重，及至隋文帝時，乃有所興革，據《隋書‧刑法志》云：
至是盡除苛慘之法，訊囚不得過二百，枷杖大小，咸為之程品，行杖者不得易人。
然而，文帝晚年禁網深刻，用法嚴峻，喜怒無常，不復依準律令。煬帝以「百姓久厭嚴刻，喜於刑寬」，大業三（607）年，新律成，其枷杖決罰訊囚之制，並輕於舊。後煬帝外征四夷，內窮奢慾，天下靡爛，「郡縣官人，又各專威福，生殺任情矣」。
三、唐律對刑訊的規範
《唐律》對於刑訊的相關規定，主要是《斷獄律》第六、八、九、十（總474、476、477、478）等條文。第八「訊囚察辭理」條是對刑訊的要件及程序作規定。第六「議請減老小疾不合拷訊」條是對不合拷訊者作限制。第九「拷囚不得過三度」條是對拷囚方法作若干限制，官司違者，應負刑責。第十「拷囚限滿不首」條則是為防止濫告，在拷囚限滿而不首時，反拷告人。茲對《唐律》的相關規定分述如下：
１‧刑訊的要件及程序
據《唐律》總476條「訊囚察辭理」條云：
諸應訊囚者，必先以情，審察辭理，反覆參驗；猶未能決，事須訊問者，立案同判，然後拷訊。違者，杖六十。
何謂「審察辭理」？據《疏議》所引＜獄官令＞曰：
察獄之官，先備五聽，又驗諸證信，事狀疑似，猶不首實者，然後拷掠。
司法官在審訊時，應先以「五聽」求取案情的真偽。「五聽」源出《周禮‧秋官‧小司寇》「以五聲聽獄訟，求民情」，是指「辭聽、色聽、氣聽、耳聽、目聽」，據鄭玄注云：
觀其出言，不直則煩；觀其顏色，不直則赧然；觀其氣色，不直則喘；觀其聽聆，不直則惑；觀其眸子視，不直則眊然。

意指被訊問者假如是理虧，其言語便煩雜沒有條理，其神色也因羞慚而轉赤，呼吸喘而不順，同時由於心神不屬，往往聽不清楚別人的話，而且眼神也閃爍不定，「五聽」其實頗合審判心理學的理論。法官在觀察被告人的言辭神色，再結合各種證據，認定被告的嫌疑甚大，但被告仍不肯認罪的情況下，方可拷掠。按《疏議》曰：
「猶未能決」，謂事不明辨，未能斷決，事須訊問者，立案，取見在長官同判，然後拷訊。若充使推勘及無官同判者，得自別拷。若不以情審察及反覆參驗，而輒拷者，合杖六十。
雖是「事狀疑似」，但拷掠前仍須「立案同判」，意即除了問刑官立案說明外，同時還須要取得他的長官的聯署，方可開始拷訊。不過也有例外，假若是充任使者對案件推勘審問，又或是沒有同判官，則可不必聯署。沒有反覆參驗便拷訊人犯的，當杖六十。《唐律》這條是對刑訊的條件作清楚說明。《疏議》所引唐《獄官令》之條文當源自前引元魏時期的《獄官令》，其源頭甚至可追溯到前引秦律中的＜封診式＞的「訊獄條」。

２‧刑訊的限度
除了不得拷掠者有詳盡規定外，刑訊限度亦法有明文。據《唐律》總477條「拷囚不得過三度」條云：
諸拷囚不得過三度，數總不得過二百，杖罪以下不得過所犯之數。拷滿不承，取保放之。
《疏議》曰：
依《獄官令》：拷囚「每訊相去二十日。若訊未畢，更移他司，仍須拷鞫，即通計前訊以充三度。」故此條拷囚不得過三度，杖數總不得過二百。「杖罪以下」，謂本犯杖罪以下、笞十以上，推問不承，若欲須拷，不得過所犯笞、杖之數，謂本犯一百杖，拷一百不承，取保放免之類。若本犯雖徒一年，應拷者亦得拷滿二百，拷滿不承，取保放之。
可知不管審訊期間歷經多少衙門，反正拷囚次數不得超過三次，每次相隔二十天。不過，若非重罪，又或證據不很充份，則不必一定要達三次。
至於總杖數不得超過二百，所犯為杖罪以下，若須拷問，被杖之數不得過所犯之數。拷滿仍不認罪的，可以保釋。若超過三度，則杖一百；杖數過者，則反坐所剩，即本犯杖一百，乃拷二百，官司得一百剩罪之類。又或是以他法拷掠、拷過三度、杖數有過而致於死者，徒二年。

３‧刑具的規定
據《唐令拾遺‧獄官令》四十一（貞觀、開元七年、二十五年）「諸杖之制」條云：
諸杖皆削去節目，長三尺五寸（約107.5公分）。訊囚杖，大頭徑三分二釐（約1公分），小頭二分二釐（約0.7公分）。常行杖，大頭二分七釐，小頭一分七釐。笞杖，大頭二分，小頭一分半。其決笞者，腿臀分受；決杖者，背、腿、臀分受，須數等；拷訊者亦同。笞以下願背、腿均受者，聽。即殿庭決者，皆背受。

另外，《唐令拾遺‧獄官令》二十六（開元七年、二十五年）「非親典主司不得至囚所」條云：
諸訊囚，非親典主司，皆不得至囚所聽聞消息。其拷囚及行決罰者，皆不得中易人。

可見在《唐令》中，刑具的大小尺寸，用刑的部位都有清楚規定。此外，拷囚及行刑時，必須由同一人執行，不可中途更易。倘若拷囚在法杖以外，即「或以繩懸縛，或用棒拷打」，均屬違法，犯者杖一百。
唐律規定拷囚以二百為度，刑具咸為程品，以及拷掠不可中途易人等，應是源自隋律而來。
４‧特別刑訊對象
除了被告會遭到刑訊外，證人為了協助調查，亦有可能遭到拷鞫。按《唐律》總474條文「議請減老小疾不合拷訊」條云：
其於律得相容隱，即年八十以上，十歲以下及篤疾，皆不得令其為證，違者減罪人罪三等。
《疏議》曰：
其八十以上，十歲以下及篤疾，以其不堪加刑：故並不許為證。
可知證人亦是拷訊範圍之內，八十以上，十歲以下及「篤疾」者（「篤疾」之含意詳下文），因不合拷訊，故不可為證人。拷訊證人，史有前例，東漢時，會稽太守成公浮以贓罪被參，時任倉曹掾的戴就亦被收，為了逼問供詞，史稱「幽囚考掠，五毒參至」，備嘗各種酷刑，「就慷慨直辭，色不變容。」
可知案情需要，證人亦合拷訊。
最後，中國拷訊的範圍除了被告和原告外，由於容許刑訊，為防止濫告，唐律規定若拷囚限滿仍不招認，得反拷原告。據《唐律》總478條「拷囚限滿不首」條云：
諸拷囚限滿而不首者，反拷告人。其被殺、被盜家人及親屬告者，不反拷。被水火損敗者，亦同。拷滿不首，取保並放。違者，以故失論。
《疏議》曰：
囚拷經三度，杖數滿二百而不首，「反拷告人」，謂還準前人拷數，反拷告人。
從《疏議》和其後的問答中得知，被告遭拷掠的次數和杖數業已滿限，卻仍然不肯招認時，被告所受杖數，原告須照樣承受，即被告拷一百後不認罪，原告亦反拷一百。但被盜、被殺、被人決水入家、放火燒宅之類，則不拷告者，蓋「以殺盜事重，例多隱匿，反拷告者，或不敢言。」
因此，原告不會因被告不承認而遭反拷。設若原告是「議、請、減」或年七十以上，十五以下及廢疾者，因不得拷問，自然不可反拷，則依被告所受杖數向原告徵銅相抵。對於應反拷而不反拷，以及不應反拷而反拷，官員將以「過失」被論罪。
刑訊的範圍除了被告和證人，還包括原告在內，乃中國刑訊制度的一大特色。
５‧不必刑訊的狀況
刑訊目的旨在取得被告的自白口供，上述的議請減老小廢疾等，當以客觀證據或人證以判定有罪與否，官員不可拷訊。另外，有一些情況是不必拷訊來取得被告供狀，即可判決，那就是「贓狀露驗」。據《唐律》總476條「訊囚察辭理」條云：
若贓狀露驗，理不可疑，雖不承引，即據狀斷之。
所謂「贓狀露驗」，據《疏議》曰：「謂計贓者見獲真贓，殺人者檢得實狀，贓狀明白，理不可疑，問雖不承，聽據狀科斷。」即贓罪和殺人罪的證據確鑿，雖被告仍不承認，但可據狀科斷。附帶一提的是，「贓狀露驗」之法定用語，可能是源自元魏時期。

６‧不合拷訊者
法律雖容許刑訊，但有些人是不合拷掠的，官員倘若違法用刑，將受到處罰。所謂「不合拷訊」者，包括身份特殊、年齡過老過小、身體異常以及狀況特殊等。
據「議請減老小疾不合拷訊」條（總474）云：
諸應議、請、減，若年七十以上，十五以下及廢疾者，並不合拷訊，皆據眾證定罪，違者以故失論。若證不足，告者不反坐。
所謂「議」，就是《唐律‧名例律》第七「八議」條（總7）的議親、議故、議賢、議能、議功、議貴、議勤、議賓等八類身份特殊的人。所謂「請」，就是「議請減老小疾不合拷訊」條《疏議》所說的「應議者期以上親及孫，若官爵五品以上者」。所謂「減」，是指「七品以上之官及五品以上之祖父母、父母、兄弟、姊妹、妻、子孫者」。「議請減」三種都屬身份地位特殊，主要屬於統治階級及其親人。
第二類不合拷訊的是年七十以上及十五以下者。
第三類不合拷訊的，是「廢疾」之類身體狀況異常者。所謂「廢疾」是指一支廢，腰瘠折，癡啞，侏儒」等。「廢疾」既然不合拷訊，更嚴重的「篤疾」（包括惡疾、癲狂，兩肢廢、兩目盲等），
自然也在禁止之列。按律文「諸議、請、減，若年七十以上，十五以下及廢疾者」，都不合拷訊，皆據眾證定罪。所謂「眾證定罪」，據《疏議》云「稱眾者，三人以上，明證其事，始合定罪」。
身體狀況異常者，除「廢疾」外，尚有其他。據《唐律‧斷獄律》第二七「拷決孕婦」條（總495）：
諸婦人懷孕，犯罪應拷及決杖笞，若未產而拷決者，杖一百，傷重者，依前人不合捶拷之法，產後未滿百日而拷決者，減一等。失者，各減一等。
可知婦人懷孕及產後未滿百日都不可拷訊。又《唐律》總477條「拷囚不得過三度」條云：
即有瘡病，不待差而拷者，亦杖一百；若決杖笞者，笞五十；以故致死者，徒一年半。
可見瘡病未癒者不可拷掠，違者除受笞杖之罰外，若致人於死者，更要徒一年半。
律令嚴禁考訊廢疾篤疾等，本是體恤殘弱的一番美意，然而，百姓為求免受笞杖之苦，訴訟時往往自殘身體。太宗貞觀十三（639）年八月曾下詔曰：
身體髮膚，不敢毀傷。比來訴訟者或自毀耳目，自今有犯，先笞四十，然後依法。

訴訟為何要自毀耳目？愚意以為很可能是為了取得包括免受考訊在內的訴訟優遇。
第四類比較特殊，是被告經大赦以後，仍待追究，但不可拷訊。據前引《唐律》總476條「訊囚察辭理」條云：
若事已經赦，雖須追究，並不合拷。謂會赦移鄉及除、免之類。
事經皇帝恩赦，原則上死罪雖可免除，但某些罪行由於情節嚴重，仍有若干「殘餘懲罰」。根據本條《疏議》，殺人罪遇赦仍需移鄉。犯「十惡」、「故殺人」、「反逆緣坐」，會赦猶除名。監臨主守於所監守犯姦、盜、略人若受財而枉法，會赦仍合免所居官。另外，還有些罪行是遇赦雖免死但仍需流放；
盜、詐、枉法仍需取回贓物。
這些罪行在遇赦後，縱使需要追贓、免官，甚至流放等，但都不可施以刑訊。
綜合而言，「議請減」三種都屬身份地位特殊，主要屬於統治階級及其親人。第二類是七十以上，十五以下，年齡過老過小。第三類是身體狀況異常，包括廢疾及以上、孕婦和瘡病未癒。第二、三類若施以笞杖，恐怕會有生命危險，都是沒有受刑能力者。第四類是遇赦後「殘餘懲罰」和追贓的問題。這四類都不合刑訊，若違法拷掠，將依不同程度科以不同刑罰。
７‧刑訊致死
設若官員依法拷囚，卻不幸導致人犯死去，是否有罪？據前引《唐律》總477條「拷囚不得過三度」條云：
若依法拷決，而邂逅致死者，勿論；仍令長官等勘驗，違者杖六十。拷決之失，立案、不立案等。
「邂逅致死」即不期致死而死，若官員依法拷訊，不幸引致人犯身故，將不需負任何責任，不過，仍需長官勘驗確實。唐律此條當源出後魏律。

換個角度而言，設若審判官故意拷掠不如法而致人於死者，或是主觀上並非故意，乃由過失構成致人於死者，按情節之不同，有以下不同的處罰。
故意拷掠不如法而致人於死者，可細分為下列幾種狀況：一、他法拷掠、拷過三度、杖數有過而致於死者，按《唐律》總477「考囚不得過三度」條，當徒二年。二、囚有瘡病不待愈拷掠而致死者，按「考囚不得過三度」條，當徒一年半。三、屬於議、請、減、七十以上、十五以下及廢疾等不合捶拷者，拷掠致死，按《唐律》總474「議請減老小疾不合拷訊」條及總483「監臨自以杖捶人」條，當為加役流。四、孕婦未產而拷決致死者加役流，已產未滿百日拷決致死者，按《唐律》總495「拷決孕婦」條，當徒三年。
上述的情況為故意拷掠不如法的狀況，若審判官並非故意，乃過失構成犯罪，則依《職制律》第二「貢舉非其人」條（總92），因公事失法各減故犯罪三等，上述第一種狀況，當科以杖一百；第二種狀況科以杖九十。至於第三種狀況，按《唐律》總483「監臨自以杖捶人」條，以過失殺人徵銅一百二十斤。第四種狀況，孕婦未產而拷掠致死者徒二年半，已產未滿百日拷掠致死者，按《唐律》總495「拷決孕婦」條，當徒二年。

以上是因公拷掠不如法致人於死者，至於挾私怨拷掠不如法，其處分更重。據《宋刑統》卷29＜不合拷訊者取眾證為定門＞引唐《刑部格》云：
准刑部格：敕節文，其有挾情託法，枉打殺人者，宜科故殺罪。
按《鬥訟律》第五「鬥毆殺人」條（總306），可知故殺罪皆處以斬刑，遠較因公拷掠致死者嚴重。
四、刑訊制度的發展
刑訊制度歷經秦漢六朝，及至唐代而臻於成熟，舉凡刑訊的要件和限制等，均作出周嚴的規範，嗣後宋元明清刑律中有關刑訊的內容，大致承襲《唐律》而來。茲對唐代以後刑訊制度的發展，作一概述。
五代後唐同光年間，為防審判官非法拷囚致死，卻誣稱病歿，遂置「病囚院」醫治病囚，治癒後再據所犯輕重決斷。官員敢故意違反，「致病囚負屈身亡，本處官吏，並加嚴斷。」

宋代刑律對拷訊的規範，似乎比唐代還要慎重。《宋刑統‧斷獄律》＜不合拷訊者取眾證為定門＞所載與《唐律‧斷獄律》第六、八、九、十同。宋代除了規定「事狀疑似猶不首實者」，方可拷掠外，太祖建隆三（962）年下敕曰：
宜令諸道州府指揮推司官吏，凡有賊盜刑獄，並須用心推鞫，勘問宿食行止，月日去處，如無差互，及未見為惡蹤緒，即須別設法取情，多方辯聽，不得便行鞭拷。
如是勘到宿食行止，與元通詞款異同，或即支證分明，及贓驗見在，公然拒抗，不招情款者，方得依法拷掠，仍須先申取本處長吏指揮。

可知縱是盜賊亦需在證據確鑿，而被告公然抵賴的情況下，方可拷訊，比唐代事狀疑似即可拷訊，顯得更為慎重。而且，當由官屬共同訊問，不得交予胥吏執行。
至於刑訊手段，據《慶元條法事類》卷73＜刑獄門三‧斷獄敕＞：
「諸官司行決不如法」，謂用繩、核等窒塞其口；或於鼓面抨硾，及用棍、棒、藤條捶決并以荊棒竹篦之類杖背者。及杖瘡未損而重疊行決者，各以違制論。因而致死者，論如前人不合捶考律，若滴水之類，遲延行決者，杖壹百。諸杖笞獄具枷杻鉗鎖之類同制度，違式者，杖陸拾。
諸訊囚聽於臀腿及兩足底分受，非當行典獄，不得至訊所。其考訊及行決之人，皆不得中易。
大體類似唐律的規定。宋代為防官員違法拷囚，亦仿後唐之制於各路置「病囚院」，徒、流以上有疾者處之。
真宗和高宗時，都曾下詔毀諸道官司「非法訊囚之具」，
以示嚴禁非法訊囚。此外，宋初重惜人命，對於擅掠囚致死，論以私罪，以防酷吏濫刑。

遼朝訊囚，有鞭烙之法，據《遼史》卷61＜刑法上＞云：
鞭、烙之數，凡烙三十者鞭三百，烙五十者鞭五百。被告諸事應伏而不服者，以此訊之。
元朝方面，《元史》卷103＜刑法二‧職制下＞
諸鞫獄不能正其心，和其氣，感之以誠，動之以情，推之以理，輒施以大披挂及王侍郎繩索，並法外慘酷之刑者，悉禁止之。
諸正蒙古人，除犯死罪，監禁依常法，有司毋得拷掠。
諸職官輒以微故，乘怒不取招詞，斷決人邂逅致死，又誘苦主焚瘞其屍者，笞五十七。
諸鞫獄輒以私怨暴怒，去衣鞭背者，禁之。諸鞫問囚徒，重事須加拷訊者，長貳僚佐會議立案，然後行之，違者重加其罪。
訊杖大頭徑四分五釐（1.4公分），小頭徑三分五釐（1.1公分），長三尺五寸（111公分），並刊削節目，無令筋膠諸物裝釘，應決者，並用小頭，其決笞及杖者，受，拷訊者，若股分受，務令均停。
可見元朝訊囚也須「長貳僚佐會議立案」，訊杖規格亦法有明文，對法外拷囚一律禁止。較值得注意的是，蒙古人一般不可拷掠。此外，以微故斷決人「邂逅致死」，並誘苦主焚痤屍首者，當笞五十七，則遠較唐律為輕。
明清方面，按《明律‧刑律‧斷獄》「老幼不拷訊」條云：
凡應八議之人及年七十以上、十五以下若廢疾者，並不合拷訊，皆據眾證定罪，違者，以故失入人罪論。
律文明顯承襲《唐律》。又薛應旂《憲章錄》云：
祭酒周洪謨言：「天下有司聽訟，輒用夾棍等刑具，百姓不勝苦楚。請敕法司禁約，除人命、強盜、竊盜、奸犯死罪，須用嚴刑。其餘止用鞭扑。違者，風憲官錄其酷暴，以備考劾。」詔可。
可知進一步規定只有死罪和竊盜重犯才可用夾棍等刑具，其他較輕罪行只能鞭笞。
另外，訊杖長三尺五寸（112公分），大頭徑四分五釐（1.44公分），小頭徑二分七釐（0.864公分），以荊條為之，臀腿分受。「用官降式較勘，毋以筋膠諸物裝釘。」

《大清律例‧刑律‧斷獄上》有關「不合拷訊者」的規定同於《大明律》。清律規定訊囚用杖每日不過三十，但「熱審得用掌嘴、跪鍊等刑，強盜人命酌用夾棍，婦人拶指，通不得過二次。」
刑訊除了用杖外，尚有掌嘴、跪鍊、夾棍、拶指等。特別是夾拶為刑之極重者，不得輕用，而且只有三法司、督撫、按察使、正印官得以酌用夾棍，其餘大小衙門不許擅用。

庚子拳變後，清政府為要收回「領事裁判權」，遂命沈家本、伍廷芳等參照西洋法律體系，全面修訂中國傳統刑律。惟因恐新律扞格難行，沈氏遂先行修訂《大清律例》為《大清現行刑律》作過渡之用。光緒三十四（1908）年，《大清現行刑律》完成，其體系雖仍未脫明清律之窠臼，但對傳統刑律不合理之處已多所修訂，被譽為「中國最後──而且是最進步的一部法典」。
其中對於刑訊作出更嚴格限制，以為「除死罪取具輸服供詞外，流徒以下擬證定讞」，
雖未能盡廢刑訊，但已將其適用範圍局限於死罪而已。光緒三十二（1906）年，伍廷芳完成了《刑事民事訴訟法（草案）》，其中第十七條明定：
凡審訊一切案件，概不准用杖責、掌責及他項刑具，或語言威嚇，或逼令原告、被告及各證人偏袒供證，致令淆亂事實。
沿用二千年的刑訊制度終於初步廢止，
刑事訴訟法為之一變！辛亥革命以後，中華民國大體採西方法律體系，正式廢止刑訊。按現今《中華民國刑事訴訟法》第九十八條：
訊問被告。應出以懇切之態度。不得用強暴、脅迫、利誘、詐欺及其他不正之方法。
又《中華民國刑法》第一百二十五條：
有追訴或處罰犯罪職務之公務員，為左列行為之一者，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：
一、濫用職權為逮捕或羈押者。
二、意圖取供而施強暴脅迫者。
三、明知為無罪之人，而使其受追訴或處罰，或明知為有罪之人，而無故不使其受追訴或處罰者。
因而致人於死者，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。致重傷者，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又中共法律亦嚴禁刑訊逼供，按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》第三十二條：
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、引誘、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。
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》第一百三十六條：
嚴禁刑訊逼供。國家工作人員對人犯實行刑訊逼供的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。以肉刑致人傷殘的，以傷害罪從重論處。
五、刑訊制度的目的和流弊
刑訊的目的到底是甚麼？各界說法不一，但根據意大利刑事古典學派創始人貝卡里亞（Cesare Beccaria 1738～1794）在其經典名著《論犯罪與刑罰》中所歸納的：一、迫使罪犯交待罪行；二、對付陷於矛盾的嫌疑犯；三、證明清白、洗滌恥辱；四、考察是否還犯有控告以外的其他罪行。
一般而言，刑訊的目的不外乎如此，然而，前述《唐律》總478條「拷囚限滿不首」條，若拷囚限滿仍不自首將反拷原告，因此，中國傳統刑訊制度的目的尚應包括防止濫告一項。
以暴力手段威嚇被告、原告、甚至證人，取得口供以論罪的刑訊制度，其基本假設是人在痛苦情況下會吐露實情，倘若刑訊過輕，人人可以挺受，刑訊將失去作用，因此，歷代的刑訊制度自然是以多數人不能忍受的程度來制定。
即使刑訊能達到「不苛不暴」，但考驗的仍是被拷者身體忍耐痛苦的程度，在刑具威逼之下，受刑者只好自誣服了。北魏時，百姓張堤被疑謀財劫殺，「堤懼拷掠，自誣言殺」，幸得豫州刺史司馬悅觀色察言，疑其不實，最後替其申冤。
即使堂堂唐朝宰相的狄仁傑，遭構陷謀反下獄，亦只好自承謀反，理由是「若不承反，已死於鞭笞矣！」
甚至嗣彭王志暕庶兄志謙被人誣告謀反，「考訊自誣」
，幸得元行沖察其冤枉。像張堤、狄仁傑、志暕這樣因懼拷掠而誣枉的，歷史上恐怕不在少數。
職是之故，歷代對刑訊的控訴，不絕於史，漢代路溫舒痛陳：「夫人情安則樂生，痛則思死。棰楚之下，何求而不得？」
陳朝周弘正論「測囚」曰：「重械之下，危墯之上，無人不服，誣枉者多。」
唐牛希濟痛陳刑訊之弊：「捶拷之下易以強抑，人之支體頑非木石，若加其殘忍，取其必然，誠雖無罪，百不能免，蓋不勝其楚掠之毒。……桎梏之苦，笞箠之嚴，輕罪者願重刑而獲出，無辜者畏殘害而求死」。

雖然，歷代訊囚都強調先以五聽，再驗其虛實，不可動輒拷掠，「毋笞掠而得人情為上；笞掠為下；有恐為敗。」然而，像北齊薛琡對犯法者，「未加拷掠，直以辭理窮覈，多得其情」者，
畢竟不多。官員多考慮到「出之不如入之，可無後責。是以考一連十，考十連百。」
又或「法吏以嚴刻為能，不問是非曲直，刻意株連，惟逞鍛鍊之長，希著明察之號。」
因而司法人員動輒拷掠取供，把察以五聽，證據辦案等原則拋諸腦後。結果是正如北周蘇綽所說的「巧詐者，雖事彰而獲免；辭弱者，乃無罪而被罰。」
貝卡里亞也認為「這種方法保證使強壯的罪犯獲得釋放，並使軟弱的無辜者被定罪處罰。」

縱然司法人員依法拷囚，但「重械之下，危墯之上，無人不服，誣枉者多」，更何況「合法的」刑訊與「濫刑」間，不過一線之隔。歷代不依法拷訊之事，經常發生。不依法拷訊可分為兩類，一類是違法拷囚，一類是法外拷囚。
歷代對於刑訊多少有所限制，或某類人不合拷訊，或某些罪不可杖捶，或拷囚不可過度等，但官員違法拷囚之事不時可見。宗室和品官皆屬「議請減」者，但宋徽宗時，宗室「比有去衣受杖，傷膚敗體。」品官更因「有司廢法，不原輕重，枷訊與常人無異」
，連法律上享有「不合拷訊」特權的統治階級，都會遭到違法拷鞫，一般人民的法律保障更是值得懷疑。
刑具原先都有法定規格，但唐代宗時就責備「州縣官比來率意恣行粗杖，不依《格》、《令》，致殞使斃，深可哀傷，頻有處分，仍聞乖越。」
另外，清代原先規定夾棍之刑是「強盜人命酌用」，實際上，「法吏以嚴刻為能，不問是非曲直，刻意株連，惟逞鍛鍊之長，希著明察之號」，還是出現濫用夾棍等刑具逼供的情況。
除了違法拷訊外，司法人員法外拷囚的情況亦相當嚴重。所謂法外拷囚，就是妄顧律令中的刑訊規定，利用各種手段對犯人肆意拷問，有關例子在史書的＜酷吏傳＞中，俯拾即是。譬如北齊文宣帝時，「有司折獄，又皆酷法。訊囚則用車輻杖，夾指壓踝，又立之燒犁耳上，或使以臂貫燒車釭。既不勝其苦，皆致誣伏。」

《唐律》所訂刑訊條文號稱周嚴，但法外拷囚之事仍然屢見不鮮，唐高宗永徽六（655）年十一月曾下詔：
今既科格咸備，憲制久行，訊鞫之法，律條具載，深文之吏，猶乖遵奉，肆行慘虐，曾靡人心。在含氣之倫，稟柔脆之質，乃有懸枷著樹，經日不解，單衣無纊，連宵忍凍，動轉有礙，食飲乖節，殘酷之事，非復一途，楚痛切心，何求不得？……自今以後，內外法司及別敕推事，並依律文，勿更別為酷法。

天寶六（747）載太府少卿張瑄被收，遭「百端拷訊不得，乃令不良枷瑄，以手力絆其足，以木按其足間，其枷柄向前，挽其身長校數尺，腰細欲絕，眼鼻皆血出，謂之『驢駒拔撅』。」
更矚目驚心的是武后的酷吏政治，按《舊唐書》卷186上＜酷吏來俊臣傳＞：
俊臣每鞫囚，無問輕重，多以醋灌鼻，禁地牢中，或盛之瓮中，以火圜遶炙之，並絕其糧餉，至有抽衣絮以噉之者。又令寢處糞穢，備諸苦海。自非身死，終不得出。每有赦令，俊臣必先遣獄卒盡殺重囚，然後宣示。又以索元禮等作大枷，凡有十號。……復有鐵籠頭連其枷者，輪轉于地，斯須悶絕矣。囚人無貴賤，必先布枷于地，召囚前曰：「此是作具。」見之魂膽飛越，無不自誣矣。
酷刑林林總總，驚心動魄，人犯焉有不自誣伏罪以解當前痛苦者。
六、刑訊制度長期存在的原因
正如前述，刑訊源自於神判，在中外古代的訴訟中都是被容許的，西方在17世紀開始陸續廢止刑訊，中國卻遲至20世紀初才明令禁止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中國廢止刑訊非因內在法制思想或法律體制變化所致，純因外力壓迫，中國欲收回「領事裁判權」，不得不全面繼受西洋法典，建構西方式的法律體系。若無西力衝擊，是否會在20世紀初廢止刑訊，恐怕是一大疑問。何以中國刑事訴訟中長期容許刑訊取供呢？
中國古代帝王對於法典的編纂，未必都有興趣，但對於獄訟相對比較關心。統治者最在乎的是獄訟是否「冤滯」，蓋獄訟冤滯，有傷天地之和氣，將使陰陽失調，久旱為災，直接影響到政權的統治，因此不得不特別注意。北魏宣武帝時憂心「淹獄久訟，動延時序，百姓怨嗟，方成困弊。」
孝明帝鑑於久旱，令尚書「釐恤獄犴，察其淹枉，簡量輕重，隨事以聞，無使一人怨嗟，增傷和氣。」
唐太宗貞觀十七（643）年亦以久旱，以為「今州縣獄訟，常有冤滯者，是以上天隆鑒，延及兆庶，宜令覆囚，使至州縣科簡刑獄，以申枉屈。」
德宗貞元十三（797）年以「農事方興，時雨猶少，言念囚繫，慮有滯冤。」
獄訟與時序的關係，史乘俯拾皆是，茲不贅言。

個人以為獄訟的「冤」和「滯」，與刑訊的長期存在有著莫大關連。
唐代為防止刑獄冤濫，在徒流及死罪刑獄結竟後，需要召集犯人及其家屬，具告罪名，並取犯人的「服辯」，「服辯」即簽字畫押、服從判決的書狀。若囚犯仍是不服，「聽其自理，依不服之狀，更為詳審」，若官員不取服辯或不為詳審，「流徒罪並笞五十，死罪杖一百。」
歷代都重視犯人畫押的供狀，
蓋有無犯罪本人當最為清楚。直到清代，為使刑獄審錄無冤，取得犯人「服輸口供」，仍為結案的必須條件。
司法人員為取得供狀，拷掠自然是最方便有效的辦法。
固然，律有明文，若「贓狀露驗」，眾證明白，即同獄成，不須對問，可據以定罪，但事實上「照此斷擬者，往往翻控，非誣問官受賄，即詆證人得贓，以故非有確供，不敢詳辦，於是反覆刑求，則有拷掠之慘，多人拖累，則有瘐斃之冤。」
若沒有取得被告招認的口供，隨時會招被告誣賴受賄得贓，司法人員只得反覆刑求，刑求遂成為司法審判必須的手段。制度上為防止冤濫，卻迫使司法人員不得不對人犯刑求，反而製造更多的冤案，實非當政者始料所及。
除了因為防止冤濫而造成必須刑訊外，獄訟淹滯亦是一大因素。
訴訟一旦展開，便要拘禁被告，還得傳訊證人，甚至舉宗遭到拘繫，這難免會妨礙農業生產。何況獄訟經常曠日廢時，漢代農民為了訴訟，往往滯留城內，親戚或鄰居還必須接濟糧食和生活費，「比事訖，竟亡一歲功」，嚴重影響農時。

歷代君王都要求地方官能做到「隨事斷理，獄無停滯。」
尤其當年歲不登，朝廷更是要求速決獄囚，據《晉書‧虞預傳》云：
臣聞間者以來，刑獄轉繁，多力者則廣牽連逮，以稽年月；無援者則嚴其檟楚，期於入重，是以百姓嗷然，感傷和氣。臣愚以為，輕刑耐罪，宜速決譴。死重囚，重加以請。
又《魏書‧高祖紀下》云：
又歲既不登，民多飢窘，輕罪之囚宜速決了，無令薄罪久留獄犴。
朝廷經常敦促各地司法審判儘早結竟，唐代甚至要求刑部和大理寺限期結案，以免刑獄淹滯。
倘若刑獄淹滯，官員甚至還會遭到糾劾。宋代亦仿唐制定聽獄之限，
並於各路設置「提點刑獄公事」，負責「審問囚徒，詳覆案牘，凡禁繫淹延而不決，盜竊逋竄而不獲，皆劾以聞」。
元代亦規定「諸內外囚禁，從各路正官及監察御史廉訪司以時審錄，輕者斷遣，重者結案，其有淹滯，就糾察之」。
像北魏獻文帝能體察到「獄滯雖非治體，不猶愈乎倉卒而濫也」，做到「囚繫雖淹滯，而刑罰多得其所」的，畢竟不多。
朝廷既促地方儘早決獄，審判官在強大壓力下，很自然的便會採用刑求這種簡單「有效」的手段了。這就難怪《大清現行刑律》嚴格限制刑訊，御史劉彭年即以停刑訊必致積壓拖累，力言停刑訊之失。

刑訊既為提昇結獄效率的重要手段，那麼不妨更進一步的說，刑訊的手段應當以效率作為考量，那麼南朝的「測罰」制度，陳亡而斬，並沒有被後世繼承，是否正是因其曠日廢時，效率不高有關呢？個人以為在歷代嚴防刑獄冤滯的前提下，不單刑訊無法廢止，甚至司法人員違法拷囚和法外拷囚之事，層出不窮，律令中對刑訊的種種限制，如同具文。
審判官假如不儘早結案，除了造成獄滯而可能遭到朝廷糾劾外，也可能使得犯人逍遙法外，正義無法申張，蓋因審訊時間愈長，隨時會遇到皇帝頒佈恩赦。
皇帝經常肆赦施恩，乃中國歷史之一大特色，恩赦制度形成於漢代，一直沿用到清朝。宋代以前頒佈恩赦的次數相當頻繁，平均不出二年便有一次大赦，元代以降頒赦的頻率稍為減少，但整體而言，中國肆赦的頻率仍是相當高，平均不到三年必有一赦。
皇帝一旦施恩，一般是「罪無輕重，已結正、未結正；已發覺、未發覺，皆赦除之」，在訴訟途中的案件，為之中止，被告也將立即放免。
歷代由於肆赦頻繁，罪犯難免心存僥倖。前引唐牛希濟＜刑論＞痛陳刑獄之弊，其中便指出「具獄既久，改為疑讞，遠取支證，廣擒黨與，淹延歲月，以伺赦宥。」可知犯人往往拖延獄訟，以俟皇帝赦恩。職是之故，審判官為免犯人妄圖僥倖，只得加緊審判速度，如此，刑訊將難以避免。
除此以外，中國歷史上獨特的酷吏政治與刑訊制度之間應當亦存在著密切關聯。
酷吏之稱為「酷」，自然是由於任刑用法，手段酷暴。酷吏之受到重用，一般都是為了配合人君（或權臣）集權統治。酷吏充任人主爪牙，羅織大獄，整肅政敵，鞏固統治。為了要成功的興大獄，自然要以種種殘暴手段考訊人犯，羅織株連。以唐代為例，武則天統治時期，為了打擊異己，重用周興、來俊臣、索元禮等酷吏，以種種酷刑違法考訊，各種酷刑已略見前文，在此不再贅述。
垂拱二（686）年三月陳子昂曾就酷吏問題慷慨上奏云：
夫大獄一起，不能無濫。何者？刀筆之吏，寡識大方，斷獄能者，名在急刻，文深網密，則共稱至公，爰及人主，亦謂其奉法。於是利在殺人，害在平恕，故獄吏相誡，以殺為詞。非憎於人也，而利在己。故上以希人主之旨，以圖榮身之利。徇利既多，則不能無濫，濫及良善，則淫刑逞矣。

陳子昂的上奏清楚看到酷吏與刑訊間的密切關係：人主利用酷吏整肅政敵，酷吏為了取悅人主長保富貴而屢興大獄，興大獄不可能無冤濫，也不可能無淫刑。如此，違法考訊之事將不可能根絕，更遑論刑訊之廢除了。
換個角度來看，歐洲的刑訊制度亦曾長期存在，為何最終會被廢除呢？中國是否具備同樣的條件呢？
18世紀以前，西方和中國法律主要都是為了鞏固政權，維護社會安定，捍衛君權者多而保障人民權利者少。西方的刑事訴訟與中國同樣是採用「有罪推定」，即被告人在未確定有罪以前，是作為罪犯看待，被告不能證明無辜，一律視為有罪，必須負上若干處罰。
此外，正如前述，刑訊源自遠古的神判，故保留了相同精神：當下皮肉的焦熬既用來判定被告有罪與否，亦含有對犯罪者施以懲罰的意味。被告既然視同罪犯，倘若被告拒不招認，自然得予以嚴刑拷問來判明其是否清白，另方面，亦是向犯罪者施以懲罰。同時，東西方的訴訟都重視被告的自白，蓋犯罪與否以及犯罪事實，被告應當最為清楚，《羅馬法》把被告人的自白口供稱為「證據之王」，歐洲中世紀後期盛行的形式證據制度，認為被告人的自供是完善的、完全的證據，亦即能確定被告人罪責的證據，在這種背景下，刑訊成為取得口供的重要手段。

歐洲刑訊的逐步廢止是在17、18世紀，其時資產階級勢力逐漸壯大，開始爭取自由、平等、人權等權利，在霍布斯（Thomas Hobbes 1588~1679）、貝卡里亞、盧梭（Jean-Jacques Rousseau 1712~1778）等的倡導下，「社會契約」、「天賦人權」等學說日趨流行，同時「無罪推定」原則亦漸而取代以前的「有罪推定」。貝卡里亞就指出「在法官判決之前，一個人是不能被稱為罪犯的。」
法國大革命的《人權宣言》最早從法律上規定這一原則：「任何人在其未被宣告為犯罪以前應被推定為無罪。」法律重視保障人權，任何人在判決以前一律視為無辜，對被告或證人刑求，無疑嚴重違反保障人權的宗旨。在重視人權的背景之下，歐洲遂在18世紀陸續廢止刑訊。瑞士在1732年宣布對普通犯罪廢除刑訊，但對某些政治犯罪，仍保留一些殘酷的刑訊手段；1780年代，法國和意大利的托斯堪尼亦先後廢除了刑訊逼供。
中國在鴉片戰爭以前，沒有發展出西方式的資本主義社會，沒有資產階級發動爭取人權的運動，法律的走向自然就有別於西方了。職是之故，若非外力衝擊，逼迫中國完全繼受西方法律體系，刑訊逼供恐怕是不會被放棄的。
七、結論
綜合而言，刑訊源自神判，笞杖所帶來的皮肉苦痛，除了判明孰是孰非外，亦含有對被告施予懲罰的意味。中國刑訊制度起源甚早，刑訊在秦漢時期當已法定化，歷經魏晉南北朝愈趨嚴密，但刑訊的手段仍嫌雜亂和殘暴，像「測罰」制度，鞭笞齊施，械杻同著，相當不人道。及至唐代，刑訊制度邁向成熟，《唐律》對刑訊要件和限制，作出明確和嚴格規範外，刑訊所採用的刑具，亦革除前朝鞭笞杖併用的混亂現象，法定的刑具已單一化為「訊囚杖」了。唐代的刑訊制度除了趨向法定化外，其精神顯然亦較前代寬厚，充分反映《唐律》「恤刑」的一面。
嗣後各朝有關刑訊的條文，多以唐律為藍本。《宋刑統》固是承襲唐律，明清律的相關規定亦是源自唐律。然而，若從刑訊發展史來看，愈到後世，律文中對於刑訊的規範愈趨簡陋。《唐律‧斷獄律》直接有關刑訊的條文共有四條，但明清律中直接有關的只有《斷獄律》「老幼不拷訊條」而已。
明清律對刑訊制度的規範遠比唐律簡陋，但刑訊的手段卻愈趨繁雜。唐宋規定以杖拷訊，但元代又出現鞭烙之法，明清又發展出夾棍、拶指等酷刑，法定拷囚的手段層出不窮，愈趨蕪雜殘暴。
合法刑訊與非法酷刑不過只一步之差而已，歷代刑律雖對拷訊作出限制，但違法拷訊和法外拷訊的情形，史不絕書。刑訊之浮濫，實中國審判制度之一大污點。不過，換個角度來看，中國的刑訊手段早已法制化，乃採取「合理主義」為方針，雖無法禁絕非法拷訊之事，但可視作合理主義下之非合理現象。

至於刑訊的對象，並不限於被告，按實際需要，有時證人甚至原告都有可能遭到拷掠，這是中國刑訊制度的一大特色。
中國歷代統治者頗為重視刑獄，盼能達到無冤無滯，這是傳統「慎刑」思想的具體表現，相當值得肯定。然而，中國法律一直作為保障政權、維護社會安定之用，缺乏近代西方保障人權的概念，因而，在訴訟採用「有罪推定」以及重視口供自白的環境下，統治者愈是重視刑獄無冤無滯，司法人員愈是難以放棄刑訊逼供。再加上中國歷史上肆赦頻頻以及酷吏政治層出不窮，統治者縱有慎刑之美意，百姓卻仍是長期陷於拷掠之苦。若非西力衝擊，迫使中國全面繼受西洋法律體系，那麼，刑訊制度恐怕仍是無法廢止的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刑訊之難以禁絕，與獄訟重視口供自白有著密切的關係，反過來說，中國歷代一直容許合法、默許非法的刑訊，除了造成許多冤假錯案外，亦妨礙了證據制度的發展。
所謂「證據」制度，除指人證、物證、書證外，尚包括刑事偵察、現場勘驗、法醫鑑定等收集證據的專門技能的運用。隋唐以前各朝的刑訊不是殘酷不仁，就是漫無節制，審判官習於酷刑逼供，忽視刑事偵察技巧，利用證據斷獄自然無法確立。個人以為唐代對刑訊作出嚴格和周密的規範，限制了司法人員刑訊逼供，刑訊受到一定的約束，訴訟證據才會得到進一步的發展，檢驗制度才會逐漸完備。宋代法醫學成就是空前的，南宋末（1247年）宋慈編著的《洗冤集錄》五卷，乃世界上最早且較有系統的法醫學專著，比歐洲最早成書於1602年的意大利醫師F.費代萊（Frotunatus Fidelis）的《醫師關係論》（共四卷），還要早了三百多年。《洗冤集錄》的問世，標誌著法醫學劃時代的發展。若沒有唐宋對於刑訊作出嚴格規範，這種成就恐怕是難以達成的。
1、 前言

2、 刑訊制度的源與流
3、 唐律對刑訊的規範
四、刑訊制度的發展
五、刑訊的目的和流弊
六、刑訊制度長期存在的原因
七、結論
摘要
刑訊源自遠古的神判，歷上古秦漢六朝而至唐代，刑訊制度邁向成熟。《唐律》對刑訊要件和限制作出明確和嚴格規範，刑訊的使用亦較前代寬厚。刑訊的對象並不限於被告，有時證人甚至原告都有可能遭到拷掠，這是中國刑訊制度的一大特色。嗣後各朝有關刑訊的規範，多以《唐律》為藍本。宋代以後，法律對於刑訊的規範愈趨簡陋，但刑訊的手段卻愈趨殘暴。歷代刑律雖對拷訊作出限制，但違法拷訊和法外拷訊的情形，仍是史不絕書。中國法律缺乏近代西方保障人權的概念，訴訟採用「有罪推定」以及重視口供自白的環境下，統治者愈是重視刑獄無冤無滯，司法人員愈是難以放棄刑訊逼供。再者，中國歷史赦宥頻繁，酷吏政治層出不窮，若非西力衝擊，刑訊制度恐怕仍是難以廢止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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